
我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一名普通会员。我在该协会不担任任何职务。这里所表达的观点

只代表我自己，并不涉及任何组织或个人的观点。

摘要

这篇文章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时期的红十字运动历史的考察，探讨了与中国对

话的前景。作者采用了习近平提出的四项对话主张，然后根据红十字会的历史，提出了另

外两项主张，以便在对话过程中遇到挑战和困难时提供帮助。这篇关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

简述表明了耐心和互惠对于维持任何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

dialogue in action: 
china and the Red cRoSS moVement

行动中的对话：
中国和红十字运动

RodeRick o’b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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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对话框架

2019年5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亚洲文

明对话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提出了对话的

四个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

近平，2019年) 

这些对话的要素非常有用，但在我看来，我

们还可以有效地增加两个要素。

第五，允许对话影响和改变自己的立

场。

第六，发展对话失败时的机制。

对话的第五点至关重要，我们要避免出现对

话只是关于自己立场的独白。当没有改变的

可能性时，我们可以把这些独白称为 “聋

子的对话”。对话的第六点也很关键，因为

对话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误解、误译、误

入歧途都可能发生，即使是在有善意的情况

下。

对话伙伴：红十字运动

我选择将对话中的一个伙伴描述为红

十字运动。这是为了避免将对话与红十字运

动中的某些机构联系得太紧密。我想说的是

一个运动的进展，作为一种理想，它传播到

了全世界。我不想评论各种机构，如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

会，以及许多以红十字为名的国家协会，包

括目前的中国红十字会。

红十字运动，作为一种理想，始于

1859年血腥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军队未能照

顾到他们的伤员，这让瑞士银行家亨利-杜

南感到震惊。杜南写了一本强有力的书《索

尔费里诺的记忆》，其中建议组织自愿者协

会，不分国籍地帮助伤员，并达成一项保护

志愿者的国际协议。(杜南，1986年）这本书

启动了一个人道主义项目，后来在各种红十

字会结构中被制度化。

自1859年以来，该运动不断发展，采

取了各种形式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由瑞士

将军纪尧姆-亨利-杜富尔（Guillaume Henri 

Dufour）领导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在1864年

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O'Brien, 

2017）多年来，红十字会制定了一套原则，

概括为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团结

和普遍性。(ICRC, 2016) 

对话伙伴：中国

《澳门利氏学社学报》（MRIJ）的读

者不需要对中国进行介绍!但注意到一个细节

也许是好的。这种对话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

纪，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非常不同的时期。

清华大学的博士后魏冰凌博士为这种对话提

出了一个四部分的划分。帝国晚期的中国，

民国时期的中国，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以及

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Wei, 2020)

在帝国政权的最后几年，公共援助的

传统方法是通过地方乡绅。但有几个因素结

合起来，使红十字运动的信息具有吸引力。

一个因素是有很多中国人在欧洲或日本遇到

过红十字会的活动。(Li, 2016)。另一个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一直是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
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应对措施。这包括通过中国红十字会
和中国军队广泛宣传国际人道法（IHL）。各大学也参与了国
际人道法的宣传工作，一些大学设有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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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外国人的存在，包括商人和传教士，他

们有红十字会的经验。第三是日本红十字会

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

（1904-1905）期间的运作，当时红十字会人

员治疗双方的伤员。(Wei, 2020, 94)在甲午

战争期间，外国医务人员和传教士，有时与

当地人一起，建立非正式的红十字医院，这

表明该运动的原则，尽管不是组织结构，已

经在中国得到了一些认可。对中国红十字会

的成立提出了四个不同的日期，这表明该运

动的原则的传播，无论如何理解，都在正式

成立之前。

对话的代理人：沈敦和

我无法找出对在中国建立运动的每一个贡献

者，这已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是，一片

森林是由许多单独的树木组成的。因此，我

想指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作为对话

的例子。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沈敦和。最近，中国红十

字会副会长孙硕鹏这样评价沈敦和。 

“毫无疑问，第一个令人难忘的人是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沈敦和。从

他的照片来看，他看起来像一个老

人。事实上，他只活了55年。他是剑

桥大学的归国留学生，在第一次中日

战争期间，他是负责特务派遣的官

员，是国际法专家，也是外交部长。

沈敦和有这么多头衔，他的一生经历

了这么多沧桑，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

要大。1904年，他创建世界红十字会

上海分会时只有39岁。当时，他正处

于人生的鼎盛时期；然而，他的国家

正处于崩溃的状态”。(Sun, 2012)

与中国对话的一些关键人物是那些在国外学

习并参与了他们带回中国的思想和运动的中

国人。沈敦和就是其中之一。沈敦和和其他

人在上海成立了世界红十字会，也许是因为

有许多外国公民参与而得名。它后来变成了

大清红十字会，后来又变成了中国红十字

会。沈敦和因建立医院而闻名，包括流行病

医院。(Peng, 2022)

2017年，一个纪念耶稣会传教士饶家

驹的牌匾在上海竖起。( Yi, 2017 ）1937

年，饶家驹在救济工作中建立了良好的

声誉，他带领一群人建立了一个“安全

区”，在上海的郊区战斗中至少庇护了30

万中国平民。饶家驹领导了与中国和日本

当局的谈判，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它位于

上海老城区，毗邻法租界。该区受到交战

各方的尊重，并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

(多样性的一个有趣方面是，饶家驹的助

手潘达是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Anon, 2015)

饶家驹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

员会的副主席，也是其难民委员会的负责

人。委员会成员在工作中佩戴着红十字会

徽章。“安全区”的边界由红十字会的旗帜

标识。(Ristaino, 2008)尽管安全区的问

题可能在1934年东京举行的第十五届红十字

国际会议上被讨论过，但并没有直接的条

约法来保护平民。只是饶家驹和他的同事们

的倡议才如此有效。饶家驹没有受到条约法

问题的限制，而是以红十字运动的原则为动

力。这个安全区是中国其他安全区的典范。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根据与上海安全区

委员会相同的原则建立的，共收容了约25万

名平民。

沈敦和和饶家驹这两位对话者，可以

作为将运动精神带到中国的代表。他们在中

国发现，人道主义精神与儒家传统中的仁道

精神形成了一种便捷的联系。(Li, 2022)   

Society 社会



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与国际人道法（IHL）之间的联

系。亨利-杜南最初的提议有两个要素：在

和平时期组建可以援助战争伤员的志愿者团

体，以及达成一项保护伤员和志愿者免受攻

击的国际协议。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第二

个要素，即国际协议，为现代国际人道主义

法律提供了基础。参与这些条约始于清朝，

在1904年和1906年。此后继续由中华民国加

入1929年的公约，并进一步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加入了1949年

创立的公约和附加议定书。(Wang, 2013)

自 那 时 起 ，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ICRC）一直是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一

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应对措施。这包括通过

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军队广泛宣传国际人道

法（IHL）。各大学也参与了国际人道法的

宣传工作，一些大学设有国际人道法研究中

心。中国国家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是一

个部级机构，成立于2007年，旨在更好地

协调和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内实施。

(Zhang, 2017)

这种参与是双向的。中国法官在适用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刑事法庭任职。中国

人已经成为圣雷莫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等

全球机构的教师（何晓东大校在该研究所工

作多年）。中国学者和非中国学者一直在探

索中国古代和当代哲学与红十字运动精神之

间的相似之处。

创新的机会：苏州大学红十字

与红新月国际学院，苏州

2019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IFRC）与江苏的苏州大学达成协议，

主办一所学院。几年前，红十字与红新月联

合会就建立了索尔费里诺学院，但在苏州的

学院似乎是与当地大学合作的第一所。万立

骏在学院成立仪式上发言，为对话提供了一

个有趣的贡献。他说：“红十字会精神教育

的开展应与道德和教育的基本任务结合起

来。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红十字

精神教育结合起来”。(Anon, 2019)这可以

为涉及红十字运动原则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

原则的对话提供一个创新机会。

评估对话

我将遵循我在开始时给出的指导意见。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

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两个不同的实体是很难

的。一方面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是一个运

动，两者不能等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

对该运动及其目标的尊重有所增强，并寻求

参与由该运动发展起来的结构和活动。我希

望对话能够继续下去。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

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人道主义

精神和仁爱之心是人类生活的美丽层面。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在

中国方面，一直在不断学习红十字运动的工

作，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保护战争受害者和相

关的保健活动。中国早期关于在和平时期维

在中国方面，一直在不断学习红十字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和
平时期保护战争受害者和相关的保健活动。中国早期关于在和
平时期维持红十字活动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观点相结合，
改变了红十字活动的重点，使其包括和平时期的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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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红十字活动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观点

相结合，改变了红十字活动的重点，使其包

括和平时期的救济工作。中国开始向外拓

展：第一步是在1923年，在1923年日本地震

期间，当时的会长纽博士带领中国红十字会

医疗队去援助日本。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海外

医疗援助。(Qiao, 2020) 

然而，红十字运动的两个关键原则是

独立和自愿服务。在每个阶段--帝国时期、

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都

有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压力，要求红十字会依

附于政府，或者至少是严格控制。有的时

候，中国红十字会就像一个政府部门。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与

红十字运动的对话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工程中

的一项内容，这项工程正在进行。对话的载

体是中国自己的人民，以及来自日本和西方

国家的外国人。这个故事包括红十字会医

院、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保护以及国际法。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学院是最近的一项

创新，已经在中国为年轻人开设课程。

第五，允许对话影响和改变自己的立

场。红十字运动的学习包含某些对中国政治

和社会制度敏感的话题。此外，红十字会还

着手发现中国文化中可以与红十字运动产生

共鸣的因素。对中国来说，这些变化包括法

律制度的变化，纳入培训方法，如法律学生

的模拟法庭，以及采用西方的医疗和护理做

法。

第六，建立对话失败时的机制。当对

话的一方是民族国家，而另一方是民间社会

中涉及机构参与者的分散运动时，这很难具

体说明。但有一些事例：一个是红十字运动

在中国的生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49年后

被当局禁止的地方红卍字运动。(Pfeiff, 

2016)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困难

时期，对话也一直保持着，当时中国红十字

会的分支结构崩溃了，该组织几乎消失了。

(魏，2020）恢复对话的成功机制可能包括耐

心，以及对任何一方底线的清晰认知。

结论

根据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对话的

回顾，一个结论是，对话的参与者必须准

备好从长计议，接受暂时的挫折或延误。

耐心是一种关键的美德，特别是当与尊重

相结合时。

我们对红十字运动和中国之间的对话

进行了简要概述，使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两个

完全不同的行为体。而且，在我们观察的这

段时间里，中国和红十字会都经历了许多重

要的变化。对话仍在继续，毫无疑问，未来

仍会有变化。中国和红十字运动都可以为对

方做出很多贡献。

•

Roderick O’Brie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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